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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如何，判明这一点可说是当今的兴趣所在。但应该承认：这一问

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如美国的社会学家

威尔德·莫尔①就持这一观点。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在各综合性大学中没有专门的人口学系，

而且专门的人口学教研室存在的也不多。但人口学的这种类似的境遇(这种情形不仅存在于

莫尔的故乡)并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正确。当然，人口学同社会学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人

口学不可能是社会学的一部分。人口学应是知识中独立的，同社会学、经济学及其它社会科

学并存的一个分支。

首先，我们要指出，人口学有着自己轮廓明确的研究对象——人口(HAPo且oHAcEJlE—

HHE)，即曾经和现正届住于确定的境域中的，也就是届住在一定的地理和历史界限之内的

人的总合。人口在数量、构成和分布方面都在不断变动，而揭示这些变动的规律性也就是人

口学的基本内容。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及在社会中所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学同样以揭示社会

发展中的规律性为目的，但它是把社会作为某种在地理和历史的界限内发挥作用的社会体系

来加以研究的。

不论在社会学中，还是在人口学中，基本单位都是人。但每门科学看待这一单位的角度

各不相同。社会学家把人看作是个人、个性、看作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并研究个人与社会的

相互关系。而在人口学家看来，人就是一个居民，就是一定的总合中的一分子，在这一总合

中他将失掉自己的各种特性。

人口学和社会学在实用方法上同样存在很大的区别。在人口学中统计方法具有特别重大

的意义。人口——这是数量众多的人的总合，所以，这一总体所固有的全部规律性都要借助

于大数规律，即统计学基本原理才能揭示。社会学也同样采用统计方法，但这些方法的采用

范围要比人口学小得多。此外，统计方法在社会学中决不会占有象在人口学中的那种可以说

是特有的地位。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还广泛地采用个别情况的调查和访问等方法。

至于说到统计学，应该指出，那些在人口学和统计学之问划等号的作者是错误的。人口

统计学仅是人口学的一部分，它研究收集和整理有关人口资料的方法。当然，统计方法的采

用在人口学中起很大的作用。统计学在人口学中的重要作用决不意味着要把整个人口学简化

为这种统计学。人口学是一门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自己的研究方法，理论和目的的科学。

因此应当指出，人口学在计量方面被涉及的程度较之在社会学中要高得多。比如：无论

是人口学还是社会学都研究人口(社会)的阶级构成。在人口学中，这一研究主要在于计算阶

级构成对出生率、死亡率、及其它人口学内容的影响。没有大量的计量，研究这些问题是不

①威·莫尔，社会学与人口学，载于‘人口研究》，芝加哥，1959，83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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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社会学家则是将阶级构成当作一个社会范畴来看待，并在这一前提下，研究阶级的

产生、阶级关系，搞清阶级差别，研究阶级的消亡等问题。因此，计量这一面只具有次要的

意义。

还可再举一例，我们讲战争——这件社会生活中的大事，社会学家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

现象，研究战争的性质等问题。而人I：1学家同样也研究战争，但目的是确定战争损失的程

度，研究战争的后果和测定战争对各种人口过程的影响。从以上所举的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到

在分析社会现象上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界线是相当分明的。

还应从有关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方面来说明人口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人

口过程同生物学的联系较之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并为社会学所研究的那些过程同生物学

的联系要紧密得多。要知道一个人的出生或死亡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事实，而且还是一种生物

现象。

讲到这里时指出以下的问题是适宜的，即某些资产阶级人口学家认为，似乎建立在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为依据的人口学否认各种生物原因

的作用，将一切人口学研究内容都简化为只是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概念是完全错误的。马

克思主义人口学家把基本的人口学内容——出生率和死亡率看作是社会的和生物的现象。马

克思主义人口学家在评定那些否认生物方面因素作用的著作时，总把它们看作是庸俗社会学

概念的反映，这些概念的主要特点恰恰是忽略了人不仅是社会的成员，而且也是“自然界一

贫子”这一点。

出生或死亡的每一种情况都有一定的生物起源和一定的生物原因，但是所有这些情况的

总和又在总体上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制约性。当我们从出生状况转到出生率，从死亡状况转到

死亡率的时候，也就是从生物学转到了人口学。这样就有充分的理由说，比如，出生率乃是

一方面具有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生物基础的一种现象。

在谈到各种因素时，应特别强调指出意志因素的作用在社会学中要比在人口学中具有更

大得多的意义。在某些社会学学派中，研究人的行为是整个学科的奠基石，而在人口学出，

研究人的行为只起有限的作用。例如：只有在自杀的情况下，才能看到死亡率同意志因素的

联系。出生率对人的行为的依赖性也只不过稍大一些。人离开生育的自发性越远，父母的自

觉性越强，则研究人口学的行为就变得越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人口学与社会学的接触点也

最多。

综上所述，社会学和人IZl学共居于社会科学的大家庭中，它们彼此充实，互相丰富在相

互帮助的基础上，取得研究社会和人口发展规律的成果。

在提到人口学和社会学这一“双边联盟”的同时，还需要指出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

一“三方联盟”所富有的成果性和合理性。对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

理方法，而且某一种方法，比如说是从社会学角度制订的方法就不同于其他的从经济学或人

口学角度所制订的方法。这些方法甚至可以表现为互相对立。但特别重要的是一定不要使社

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这个“三角”变成一座迷宫，因为从这样的迷宫中是找不出一条通向将

能改进对社会进程进行科学管理的具体建议的康庄大道的。我们想举出一些实证来把这个问

题解释清楚。

例如，可以举出都市化问题。在苏联，城市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但是，各个城市之

间的规模显著不同。人口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各个城市的分布取决于新建企业的这样或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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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究竟是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才合理呢，是小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从经济学的观

点看来，最经济的是发展小城市或中等城市，而不是大城市。在大城市中，大量的开销用于

运输，公共设施及各种社会服务部门等。但是，社会学家的观点却认为，对于届民来讲，大

城市较之中、小城市更要美好得多。人们向往“大城市之光”。具体讲就是在大城市中，有更

多的可能为自己找到最有成功希望的职业，大城市的居民有最多的选择Ic【；}业和学业的条件，

有较好的条件来提高文明修养和各种消遣等。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究竟应当偏重于哪一种城市建设方案?为此，应在经济学和社会

学解决城市大小问题的方法之外再补充第三个，f!p人口学的方法。应该注意到在不同规模城

市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样，城市规模对于城市人口的健康的影响等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这方面，人口学家的意见应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人的生命是不能用任何“经济核算”方法来

计量的珍品。当然，不管怎样，我们只有在这三种方法的相互联系中去利用它们，才能导致

更接近于对社会规划问题的最优解决。

我们再举一例，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妇女养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那么她就

没有精力参加社会生产了。在托儿所和幼儿园中，平均为一个孩子所付出的工资已算超过了

额定的单位。所以，暂时使有三个幼儿的妇女做家庭主妇在经济上是合适的。但社会学的观

点却适得其反。因为这时它所涉及的已不是“有利”或“无利”的问题，而是妇女养育儿童会在

多大程度上使她脱离生产，以及家庭的狭隘环境将会限制她的活动范围的问题。

同上述情况一样，应为这两种观点再补充第三个——人口学的观点。人口学应指出妇女

劳动对出生率水平的影响，并查明部分妇女转入家务会有怎样的后果。结合这三种观点，用

比较和对照的方法分析每一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就可以使我们找到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

问题的答案。

我们再举一个生产方面的例子。就某些工业部门实行三班制是否合理的问题曾展开了许

多争论。经济学观点是为三班制辩解的，因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使用设备，尽快地消耗旧设

备，以便用技术上更先进的设备来更新它。而社会学则反对三班制。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制

度对于工人(指个人意义上的工人)的各种利益是不适宜的，并且会涣散工人对自己劳动活动

的态度。三班制常常与生活习惯的某些不便相联系，与家庭等利益相违背。那么，人口学又

是如何认识的呢?它是否回避解决这一问题呢?当然不是。夜班制度能够引起损伤病率的提

高，破坏正常的睡眠，因此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寿命。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人口学与社会

学是一致的。除了由于连续生产过程(高炉生产、化学工业等)的工艺的制约而须要实行三班

制外，应该赞成废除三班制的决定。

正如我们所感到的一样，从援引的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人口学、社会学及经济学之问

的区别。很难说，这三者中哪一门科学能充任“最高判决”的仲裁者角色。这三门科学只有在

相互补充和充分地“彼此谅解”的条件下，才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将成为在

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科学地掌握社会进程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对社会进程的这种科学的掌握

才能够保证最充分地满足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各种需求。

(摘译自乌尔拉尼斯著：“人口研究

与评论》，莫斯科，统计出版社，

197"6年版。李通生译，元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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